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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合供是利用数字技术高效推进公民合供的重要途径，国务院办公厅发起的“我为

政府网站找错”平台为观察数字时代的公民合供提供了窗口。研究基于平台发布的2023年度网民“找
错”数据，结合中国政府网公布的政府网站监管年度数据，探究影响公民合供的因素。研究发现，行政

层级间的公民合供存在非均衡性，相较于低层政府，公民更愿意参加高层政府网站的“找错”合供，部

级网站得到了较高的合供水平。监管考核机制显著负向影响部级网站，对省、市、县三级网站的影响

关系不显著。而地区文化是重要变量，显著正向影响省、市、县三级合供水平。研究启示，政府部门

应率先推进政府网站规范性建设，探索建立效能导向的公民合供模式，营造宽松环境并引导公民积极

合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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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引领下，如何

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

人民群众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来，是政府应对日益高

产、复杂和分散的公共需求的关键点，也是政府提

升治理能力与治理绩效的有效途径。“合供”提供

了更好的选择，它将公民视为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

合作伙伴，视为公共服务供给的共同生产者，强调

公民在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实质性参与，这有助于解

决和回应传统公共服务中的供给需求不匹配、服务

设计不合理等问题[1]，在助推多元主体参与、整合

社会资源、推动公共服务创新、增强社会凝聚力等

方面表现出巨大潜力[2]。随着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

的不断发展，政府为应对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

求，推出了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在线政务服务

平台等多样化数字支持平台，给合供带来工具性、

变革性与替代性影响，正在驱动新模式新方式，数

字化合供（Digital Co-production）成为数字时代公

民合供的潜在途径。数字化合供指的是在数字技术

和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政府通过数字化转型，以

自动化和自组织流程的形式为公民参与公共生产服

务提供机会，改变了传统合供的设计、开发和交付

方式，也提高了政府响应速度和效率[3]。

数字技术打破了组织边界，为公共服务创新提

供了渠道，降低了大规模群众参与协作治理的成

本，增加了个性化和需求驱动的公共服务机会[4]。

如在推动城市发展环境改善过程中，政府开发数字

参与式平台并鼓励公民合供[5]，在浙江省“最多跑

一次”行政服务改革中，数字技术的应用促进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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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与公民间的合作生产等[6]。数字技术合供带来积

极成果，但也可能带来不确定性和风险，公民可能

因为技术能力参与不足[7]，自上而下的数字化平台

实际上减弱了积极公民的需求和影响力等[8]。

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会塑造不同的合供结构、类

型与特征，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制度环境、

社会资本均会产生影响[9]，因此开展中国情境下的

数字化合供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2015年，国

务院办公厅为了推进政府网站规范化建设，在中国

政府网开设了“我为政府网站找错”（以下简称

“找错”）曝光平台，鼓励群众给各级政府网站

“找错”，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按时办结群众“找

错”留言。“找错”平台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

通过设计并不断完善“找错”与“答复”流程，为

激发网民参与中国政府网的公共服务生产提供了渠

道和机会，也为政府网站积极修正错误获取了来自

民间的反馈和力量，政府网站的内容与信息质量有

实质性提升。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平台积累了大量

“找错”留言和“答复”数据，形成了数字化合供

的良好示范，为观察数字化合供发生过程提供了窗

口和来源。本文以“我为政府网站找错”平台为分

析对象，探讨两个问题：（1）公民给不同地区和

级别的政府网站“找错”有何差异？（2）哪些因

素影响了公民“找错”的积极性？期望通过对这两

个问题的回答，发现数字化合供的特征和规律，为

改进合供实践提出优化路径。 

一、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合供已然成为公共服务与治理的重要范式，研

究关注如何吸纳公民参与到治理中来。特别是在党

中央“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的号召下，各级党委

政府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改善政民沟通，公民将与

自身紧密相关的利益诉求诉诸网络，产生了多样化

的网络参政议政形态，为改进公共治理提供了有益

借鉴。 

（一）合供中的政府与公民

合供是政府与公民共同参与、双向互动的过

程。政府与公民在公共服务供给处于同等重要地

位，政府不仅要对公民需求进行回应，更重要的是

将公民发展为合供者，公民的角色也由需求表达

者、服务消费者及评价者，转变成服务的创造者和

提供者。

对公民而言，在合供中扮演着合作执行者（政

策或服务供给）、合作设计者、合供的发起人以及

其他类型的合供参与者等多重角色。无论是哪种角

色，只有作出一定程度的实质性投入，才能影响到

公共服务生产决策和结果[7]。Voorberg等发现公民

参与合供受其内在动机、技能以及经济社会地位的

影响[10]，王学军等梳理个体参与合供背后的动机，

发展出利益权衡型动机、互动体验型动机和价值引

领型动机三种类型，并指出不同动机类型共同影响

公民合供行为的尺度和水平[11]。

对政府而言，政府对公民参与的回应直接影响

到合供的发生及效能，政府对公民参与的态度受到

合供过程中公民的参与度、代表性、互动频次等影

响，也受到政府本身的开放态度、组织激励以及行

政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不同层级政府由于其职能定

位不同，在与社会互动时会采纳不同的逻辑，形塑

不同级别政府合供的结构与特征[12]。Riccucci还指

出政府提供资源能够促进合供，政府官员的代表性

能够增强公民合供意愿[13]。

新近的研究关注到合供绩效的衡量问题，认为

衡量合供的绩效不应该仅仅关注效率，更应该关注

公共价值[14]，特别是社会公平[15]。有序健康合供的

结果将带来正向效应，使公民转变为市政事务的积

极利益相关者，提高组织效率和效益，促进公民互

惠、培育社会资本、推进服务公平、创造公共利

益，助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二）数字化合供及其影响因素

有了数字系统的加持，政府可以系统地挖掘群

众的集体智慧、收集服务使用者和市民的想法、意

见、解决方案等[16]，降低支持合供的成本且获取有

效迅速的服务反馈，驱动政府寻求和改善数字技术

支持以推动合供[17]，由此带来公民合供机会的增

加，数字化合供也因此被理解为运用数字技术有效

及高效助推合作生产的过程。数字技术可以通过两

种方式影响合供，一是数字技术增强扩展了公共服

务的供给，数字技术根据用户的互动需求定制服务

方式，或者通过对用户大数据的分析来简化服务，

提高服务的便利性和可及性。二是数字技术替代抑

制了合作生产，数字技术提供给公民自我组织的能

力，如维基百科、共享出行等，由此取代了传统的

政府责任。

数字化合供的效果取决于多元要素。合供受到

合供主体（公民、政府）的行为、态度和情感等的

影响[18]，政府工作人员技能不足、复杂监管及压

力，公民的信息技术能力、对技术风险的担忧等是

阻滞因素[19]，公民缺乏参与合供的数字技能，无法

获得所需的数字工具，以及对数字技术的消极态

度，都会减少公民的数字化合供[20]。公共服务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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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服务性质、服务目的、服务资金来源渠道等特

质，其合供情况往往要受到监督和问责[21]，而复杂

的监管会增加数字化合供所需的业务成本和时间，

从而阻止政府部门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合供[20]。此

外，数字化合供还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等的

影响[18]，对政府缺乏信任、种族歧视与偏见、语言

差异等都是制约合供的障碍因素[19]，吴金鹏倡导开

展情境嵌入研究，指出不同的合供情境是重要的先

决条件，将合供发生的具体情境纳入分析，从而探

究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对合供的影响[9]。

关于公共服务中合供的研究已经逐渐考虑并重

视数字技术的重要作用，但还主要集中在定性研究

方面，Pauluzzo等通过对数字化合供研究的文献综

述发现，有66%的研究采用了经验研究的方法，其

中多数聚焦于个案/实地研究/访谈方面，而定量研

究（调查/问卷/其他实证）等相对不足，导致部分

研究结论难以得到数据的支持和验证[20]。综上所

述，本文致力于观察中国的数字化合供实践，并利

用相关数据开展实证研究，期望为当前的数字化合

供理论提供数据观察与实证支撑。 

（三）分析框架

本文利用“我为政府网站找错”平台上的公民

留言与政府回应数据，探究数字化合供的特征及其

影响因素。“找错”问题受到公民个体特征、组织

特征与外部环境的综合影响。“找错”平台为了保

护公民个人隐私，没有记录参与个体的特征和信

息，所以本文无法提取个体特征。除个体特征之

外，以“我为政府网站找错”平台为代表的，旨在

推进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特征的公共服务改进的合供

研究，更重要的是从环境培育的角度激励公民合

供。因此，本文侧重从国家、社会、地区、行政等

环境角度探寻影响公民合供的因素（如图1所示）。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政府网站发展指引

的通知》，将政府网站分为门户网站、部门网站，

明确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门开设政府

门户网站，省级、地市级政府部门以及实行全系统

垂直管理部门开设部门网站。门户网站一般由各级

政府办公厅牵头建设，是一个跨部门的、综合的信

息发布和业务应用系统，更具综合性和整体性；部

门网站则是由特定部门建设和管理，就其职责范围

进行信息发布、开展网上业务，更具专业性和具体

性。部分评测机构和高校还定期对政府网站发展绩

效开展评估，并向社会公示。Ma等基于2018年采

集到的“找错”数据发现，公民更关注高层级政府

网站，这些网站收到更多公民“找错”报告[22]，本

文还期望探查在网站类型、领域与绩效评价等方面

的新发现。

监督考核机制是影响政府注意力分配的“指挥

棒”，监督考核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发展、安全生

产、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等各领域。《关于政府网

站发展指引的通知》也明确指出，主管单位负责对

政府网站进行统筹规划和监督考核，做好开办整

合、安全管理、考核评价和督查问责等管理工作。

公民是否积极参与合作生产，还与当地的文化背

景、社会规范等软环境密切相关，保守或开放的文

化氛围将影响公共组织对公民合供的支持，保守型

文化氛围不利于发展伙伴关系[23]。有研究发现，相

比欠发达地区，经济发达地区拥有更加开放包容积

极的文化氛围[24]，这种文化氛围对数字技术怀有包

容性和亲和性[25]。在本案例研究中，考察监督考

核、地区文化是否也成为影响公民合供的重要因

素。此外，还考察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接入水

平、人口规模、受教育程度均对公民合供产生了怎

样的影响。 

 

网站类型

网站领域

政府网站绩效

监督考核

行政层级

地区文化

受教育程度

互联网接入水平

人口规模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社会层面地区层面行政层面国家层面

部级网站 省级网站 市级网站 县级网站

 

图 1   合供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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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

“我为政府网站找错”平台于2021年进行了功

能升级，数据记录的格式、内容、数据量等均有变

化，本文选取升级后的平台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

Python爬取了平台中的用户留言办结数据，时间跨

度为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数据包括网站名

称、留言时间、曝光时间、答复时间、答复单位、

问题类型、问题描述、答复内容等，共抓取数据

18 095条。因平台仅公开办结类留言，且以办结留

言日期为曝光时间点，所以采集到的“找错”数

据，从曝光日期上观察是不连续的。此外，平台留

言数据均有办理单位的答复，均为经过转办、办

理、审核之后的有效数据，因此，不对源数据进行

特殊处理，所有采集数据均为研究样本。 

（二）变量及测量

探究网站层级、网站领域、网站绩效、监督考

核、地区文化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

互联网接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对公民合供的影响

关系。各变量名称及变量操作化如表1所示。 

1. 因变量

合供水平。本文使用公民识别的错误数来衡量

合供水平。首先，按照网站标识码进行网站层面的

数据汇总，测量公民对该网站的合供水平。其次，

按照网站所属地区与行政层级汇总找错数，测量公

民对该层级政府的合供水平。公民“找错”的网站

多是与其学习、工作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户籍地或常

住地，因此使用地区留言量衡量地区的合供水平是

合理的。 

2. 自变量

网站特征变量。本文从中国政府网获取了全国

政府网站基本信息数据，截至2024年1月31日，运

行的政府网站共有13  925个①。设置“网站类型”

属性，门户网站有3 215个，部门网站有10 710个。

设置“网站层级”属性，部级网站有542个，省级

网站有1 626个，市级网站有8 912个，县级网站有

2 845个。除了明确的行政体系之内的政府网站外，

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还产生了大量功能区，包括高

新区、开发区、保税区、示范区等，也建立了相应

的政府网站，本文依照各园区对应的行政层级，将

其归入相应的网站层级。此外，根据政府部门管理

职能的不同，政府网站发布的政策内容与信息有较

大差异性。政府网站可以划分为不同领域，设置

“所属领域”属性，以观察在不同领域间公民“找

错”合供的差异性特征，本文将网站划分为六类：

政治综合类、经济发展类、社会事务类、科教文旅

类、资源环境类、法律安全类。

政府网站绩效。取自清华大学团队研究报告。

清华大学孟庆国教授团队自2016年起持续关注政府

网站运行情况，对国务院政府部门、省级、地市

级、区县级政府门户网站开展测量评估，并连续公

开发布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报告，该报告将政府网站

绩效分为卓越、优秀、良好、中等、待改进，本文

用1~5数据对其进行量化，数值越大绩效越好。该

项评估仅针对政府门户网站，未对省级、地市级部

门网站进行评估，我们假设本级政府门户网站与部

门网站是高度同质的，采用同一评估结果。因

2023年绩效评估尚未发布，故采纳《2022年中国政

府网站绩效评估报告》的数据，该评估中有262个
 

表 1    变量名称与变量操作化
 

变量名称 变量操作化 参考文献

因变量 合供水平 公民“找错”留言数量，在影响分析中计算每网站的数据量，并取对数。 MA[22]

自变量

网站类型 虚拟变量，门户网站=1，部门网站=2。 MA[22]

所属层级 政府网站所属行政层级，部级、省级、市级、县级依次赋值1-4。 CHEN[26]，李艳霞[27]

所属领域
政治综合类=1，经济发展类=2，社会事务类=3，科教文旅类=4，资源环境

类=5，法律安全类=6。
高核[28]

政府网站绩效
清华大学发布的《政府网站年度绩效评估报告》中的综合得分（1~5）表示，数

值越大绩效越好。
MORGESON[29],马亮[30]

监督考核 取自各省份发布的《政府网站监管年度报表》，未纳入考核=0，纳入考核=1。
肖哲[31]，PAULUZZO[20]，

韩娜娜[32]

地区文化 取自哈佛大学中国意识形态研究，用1~5数值表示从保守到自由文化。 TALSMA[23]，XU[24]，刘民安[25]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该地区人均GDP表征，用省份/城市/区县生产总值除以人口总数（万元/万人），

并取对数。《中国统计年鉴2023》、各地区统计年鉴。
定明捷[18]

人口规模 该地区常住人口总数（万人）衡量，取对数。 吴金鹏[9]，王学军[11]

互联网宽带接入率 用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地区常住人口数（%）计算得出。 耿晓梦[33]

受教育程度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的“各地区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吴金鹏[9],马亮[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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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的数据，无法获取全部区县的完整评估数据，

故区县层面采纳所属地市的评估数据。

地区文化。取自潘捷与徐轶青的研究[24]。该研

究绘制中国意识形态光谱用以标识各省份文化倾

向，我们对其进行数据量化，用1~5数据表示从保

守主义到自由主义。各地市、区县均采纳所属省份

的地区文化数据。

监督考核。取自各省、国家部委（局）发布的

政府网站监管年度报表。监管年度报表中有“是否

纳入政府绩效年度考核”，本文取监督考核数据，

未纳入考核取值为0，纳入考核取值为1。各省、国

家部委（局）采纳2023年政府网站监管年度报表数

据，各地市、区县均采纳所属省份的监督考核数据。 

3. 控制变量

人口规模。用地区常住人口数来衡量。取自国

家及各省、地市的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数据粒度

到区县。尽管七普数据不随时间变化，但考虑人口

规模的长时段性和相对滞后性，七普数据可以用于

考量2023年的发展情况。为了保证数据整体上符合

正态分布，对人口规模取对数。

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来衡量，人均GDP=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地区常住人

口数。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23》《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3》，地区常住人口

数同人口规模。为了保证数据整体上符合正态分

布，对人均GDP数据取对数。

互联网宽带接入率。用互联网宽带接入率表

征，作为互联网普及率的替代变量。2017年之后，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只发布全国互联网普及率数

据，不再发布省级互联网普及率数据，本文考虑到

“我为政府网站找错”平台运行于电脑端，通常需

要宽带接入，因此，采用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据。由于2023年度的统计数据尚未发布，采用滞后

一期数据。分省数据取自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

协调局发布的《2022年度通信业年度统计数据》，

分地市数据取自各省份发布的年度统计年鉴与通信

业年度统计数据，互联网宽带接入率=互联网宽带

接入用户数/地区常住人口数。各区县采纳所属地

市的互联网宽带接入率数据。

受教育程度。使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

的“各地区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省

级模型的受教育程度数据取自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市级模型的受教育程度数据取自各省份发布的第七

次人口普查公报，有部分省份（黑龙江、河南、云

南、西藏）的普查公报未公布“15岁及以上人口平

均受教育年限”，本文根据公报中的计算方法将各

种受教育程度折算成受教育年限计算平均数得出，

具体折算标准是：小学= 6年，初中= 9年，高

中=12年，大专及以上=16年。各地市、区县均采纳

所属省份的受教育程度数据。 

4. 模型设定

研究数据中有国家行政部门、地方三级（省、

地市、区县）政府网站，国家行政部门、地方政府

这两类行政机构有自身的特殊性，导致政府网站发

布与服务的重点、倾向与策略等存在差异，因此需

要分开考察各级别政府网站。

设立部委层面模型。国家行政部门执行国家层

面的决定、履行国务院授予的各项职能，其政府网

站面向全体公民发布国家顶层设计层面的规划、政

策、文件等，受众面广、规格层次高、信息数据严

谨。由于国家行政部门没有明显的区划特征，传统

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互联网接入水平、受

教育程度、地区文化等带有区划特征的因素，不适

用对部委政府网站的考察。因此，主要从政府网站

绩效、监督考核等考察影响情况。

设立地方政府模型。将省级、市级、县级政府

网站作为一个数据源，但因省级、市级、县级分属

于不同的行政层级，县级嵌套在市内、市级嵌套在

省内，属于分层数据，需要观察不同层级产生的差

异化影响。选择区划相关的因素特征，采用混合效

应模型（LMM）进行回归分析，观察对政府网站

合供水平的整体影响效应。

分别设立省级、市级、县级三个模型。分别观

察各地区的外部环境因素对合供水平的影响。因数

据源为截面数据，因变量合供水平为连续变量，可

以使用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回归模型进

行假设检验。在回归结果中，本文报告了稳健的标

准误，以减少线性回归模型中的异方差等估计偏误。 

三、研究发现
 

（一）描述性分析

表2中报告了部级、省级、市级、县级模型中

合供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分析发现，

公民合供量在各个行政层级之间差异很大（F=125.29，
p<0.001）。部委网站平均收到20.91条留言，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共收到432条，为收到留言最多的部

委网站；其次是省级网站，平均收到8.98条留言，

广东政务服务网收到“找错”留言最多为451条；

而地市级政府网站与县级政府网站分别不足3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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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量，蚌埠市收到了117条“找错”留言，福州

市长乐区收到132条“找错”留言，分别是市级政

府、县级政府里面“找错”量最高的。ANOVA分

析发现各行政层级之间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可见，行政层级更高的政府网站公民合供的频率更

高，即政府行政层级与合供频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此外，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这

有助于讨论其对公民合供水平的影响。人口规模和

互联网宽带接入率等形塑了公民合供的潜在用户群

体，其在不同的地区差异很大。相对而言，部级、

省级、市级之间的网站绩效差异较小，大多集中在

良好区间。对主要变量的相关关系分析显示，所有

自变量都同因变量显著相关（p<0.05），可以进行

后续回归分析。
 

（二）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回归分析检验了行政层级对公民合供

水平的影响。以部级政府网站为参照，省级和部

级、市级和部级、县级和部级政府网站之间均有显

著差异，省级、地市级和县级政府网站的公民合供

水平明显低于部级政府网站，并且随着行政层级的

降低，影响系数在逐渐增大，该估计结果与ANOVA
方差分析、行政层级方面的简单数据分析结果相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
 

N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部级模型

合供量 229 20.908 56.414 1 432
合供水平 229 0.631 0.685 0 2.635
网站领域 229 2.856 1.218 1 6

政府网站绩效 55 3.109 0.833 1 4
监管考核 55 0.568 0.496 0 1

省级模型

合供量 874 8.984 27.954 1 451
合供水平 874 0.508 0.511 0 2.654
网站领域 874 2.997 1.435 1 6

政府网站绩效 31 3.314 0.653 2 4
监管考核 31 0.910 755 1 0.285 260 1 0 1
地区文化 31 3.206 1.172 0 5

经济发展水平 31 4.935 0.165 4.682 5.301
人口规模 31 3.602 0.310 2.562 4.104

受教育程度 31 10.042 0.886 6.750 12.640
互联网宽带接入率 31 0.459 0.053 0.365 0.557

市级模型

合供量 1 926 2.898 5.943 1 117
合供水平 1 926 0.248 0.348 0 2.068
网站领域 1 926 2.927 1.563 1 6

政府网站绩效 323 2.925 0.827 1 4
监管考核 31 0.953 0.212 0 1
地区文化 31 3.098 1.163 0 5

经济发展水平 323 4.908 0.206 4.223 5.413
人口规模 323 2.670 0.333 1.334 3.328

受教育程度 323 9.918 0.958 6.100 11.960
互联网宽带接入率 323 0.403 0.083 0.029 0.870

县级模型

合供量 1 501 2.508 4.753 1 132
合供水平 1 501 0.250 0.300 0 2.121
网站领域 1 501 1.017 0.226 1 5

政府网站绩效 323 2.817 0.812 1 4
监管考核 31 0.922 0.268 0 1
地区文化 31 2.924 1.196 0 5

经济发展水平 1 172 4.858 0.213 4.223 5.413
人口规模 1 172 1.650 0.356 0.040 2.754

受教育程度 323 9.692 0.995 6.100 12.640
互联网宽带接入率 323 0.389 0.096 0.029 0.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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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表明行政层级对公民合供水平有显著正向影

响，行政层级越高，公民合供水平越高。表3报告

了部级模型、地方三级政府模型、省级、市级、县

级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各模型中平均方差膨胀因

子（VIF）值均小于5，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威胁。

从部级模型（M1-1）来看，网站领域、政府

网站绩效与合供水平间关系不显著。监管考核（β=
–0.372）与合供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纳入绩

效考核的部委网站相比未纳入绩效考核的部委网

站，其公民“找错”频率更低，回归源数据发现，

部委中有13家网站将政府网站工作纳入绩效考核。

从地方政府模型来看，混合效应模型（M2-
1）显示，网站领域（β=–0.054）与合供水平呈显

著负相关关系，即政治综合类、经济发展类、社会

事务类网站得到了公民更高的“找错”频率，而资

源环境类、社会安全类网站相对来说得到公民较低

的“找错”频率。政府网站绩效（β=0.024）、经

济发展水平（β=0.141）、人口规模（β=0.225）与

合供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政府网站绩效越

好，公民参与“找错”的频率越高；经济发展水平

越好的地区，公民参与“找错”的意愿也越强；人

口越多的地区，公民参与“找错”的数量也越多。

M2-1模型还给出了“所属省份”作为随机效应时

的方差估计，结果显示地区文化、受教育程度在随

机效应模型中的方差都是显著的。线性回归模型

（M2-2）也显示地区文化（β=0.014）、受教育程

度（β=0.011）与合供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

随着公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公民参与“找错”的

频率在提升。M2-1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它比线性模

型更优，所以随机效应模型是合适的。

从省级模型（M3-1）来看，网站领域（β=
–0.043）与合供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地区文化

（β=0.031）、经济发展水平（β=0.464）、人口规

模（β=0.202）与合供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

省域层面开放的地区文化氛围、较好的经济发展水

平、较大的人口规模，都带来了公民的积极“找

错”合供。而政府网站绩效、监管考核、受教育程

度、互联网宽带接入率等与合供水平的相关关系不

显著。

从市级模型（M4-1）来看，网站领域（β=
–0.058）与合供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地区文化

（β=0.012）、受教育程度（β=0.036）、经济发展

水平（β=0.032）、人口规模（β=0.122）与合供水

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市域层面积极开放的地区

文化、较好的受教育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较大的

人口规模，都引发了公民积极合供地区政府网站发

展。而政府网站绩效、监管考核、互联网宽带接入

率等与合供水平的相关关系不显著。

从县级模型（M5-1）来看，网站领域（β=
–0.067）与合供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政府网站

绩效（β=0.052）、地区文化（β=0.009）、经济发

展水平（β=0.199）、人口规模（β=0.165）与合供
 

表 3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部级 地方政府 省级 市级 县级

M1-1 OLS M2-1多层模型 M2-2 OLS M3-1 OLS M4-1 OLS M5-1 OLS

自变量

网站领域
–0.018
(0.036)

–0.054***

(0.004)
–0.053***

(0.004)
–0.043***

(0.012)
–0.058 ***

(0.005)
–0.067**

(0.031)

政府网站绩效
0.029

(0.053)
0.024***

(0.002)
0.032***

(0.006)
0.006

(0.036)
0.014

(0.012)
0.052***

(0.011)

监管考核
–0.372***

(0.093)
0.001

(0.036)
–0.006
(0.023)

0032
(0.074)

0.018
(0.038)

–0.044
(0.028)

地区文化
0.014**

(0.005)
0.031**

(0.024)
0.012*

(0.007)
0.009*

(0.007)

受教育程度
0.011*

(0.006)
0.039

(0.037)
0.036**

(0.011)
0.011

(0.010)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0.141**

(0.036)
0.122**

(0.044)
0.464**

(0.258)
0.032**

(0.058)
0.199***

(0.053)

人口规模
0.225***

(0.011)
0.152***

(0.018)
0.202***

(0.079)
0.122***

(0.028)
0.165***

(0.228)

互联网宽带接入率
0.012

(0.017 3)
0.023

(0.074)
0.353

(0.397)
–0.075
(0.105)

–0.021
(0.083)

常数
0.766***

(0.216)
–0.812***

(0.193)
–0.574***

(0.189)
–2.297**

(0.918)
–0.483**

(0.225)
–1.154***

(0.197)
N 229 4 301 4 301 874 1926 1 501
R2 0.104 7 0.151 0.054 0.102 0.163

注：*、**、***分别代表在0.1、0.05、0.0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是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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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县域层面政府网站绩效

越好、地区文化氛围越开放自由、经济发展水平越

高、人口规模越大，公民参与网站“找错”合供的

频率就越高。而政府网站绩效、监管考核、受教育

程度、互联网宽带接入率等与合供水平的相关关系

不显著。

综上，合供在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地

域、不同因素间呈现出差异性。行政层级与公民合

供显著正相关，表明公民更加关注高层级政府网

站，这与既有研究结果吻合[22]。网站领域在部级与

公民合供关系不显著，而在省级、市级、县级与公

民合供呈显著负相关，表明地方公民在参与互联网

政治上有倾向性，更多关注与自身利益更密切的经

济发展、社会事务类网站。部级的监管考核与合供

水平呈显著负相关，省级、市级、县级的监管考核

与合供水平关系不显著，也就是说监督考核机制在

地方工作中并没有推动公民合供频率的增加。地区

文化在省级、市级、县级都与合供水平的显著正相

关，开放自由的文化氛围激励公民更积极参与合

供。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在各层级呈现出与合

供水平的显著正相关关系，契合既有研究结论，也

再次佐证了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对推动互联网政治

参与的重要作用。受教育程度在省级、市级、县级

表现出差异性，仅在市级呈现显著正相关。互联网

宽带接入率在各层级未发现与合供水平的显著相关

关系。 

四、讨论与结论
 

（一）研究发现

一是行政层级间的公民数字化合供呈现非均衡

性。不同层级政府由于政策设计能力、资源调度能

力、问题解决能力的不同，使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建立的文化、伦理、价值观等也有区别，公民面对

不同层级政府的合供表现出差异性与非均衡性。公

民对高层级网站的“找错”频率更高，更愿意参与

高层级网站的数字化合供，这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

有关，既有研究发现公民对不同层级政府具有不同

信任水平，对高层级政府较为信任，而对基层政府

信任度偏低，呈现出“央强地弱”的差序格局[34]。

从影响合供的因素来看，在部级、省级、市级、县

级层面既有共性也表现出差异，可能跟不同层级政

府职能、服务群体、驱动因素有关。相对于省级政

府网站来说，市级政府网站主要发布本市范围内的

政策信息并提供便民服务，离市民距离更近，市民

关注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类政府事项，具有一

定的文化水平和信息素养，有精力和意愿给政府网

站“找错”，体现为合供水平提升的正向关系。除

此之外，随着深度媒介化的到来，有研究关注到互

联网对公民娱乐性参与和政治性参与的作用[35]，部

分研究证实了互联网接入水平提高会使得居民在获

取信息和娱乐互动行为的频率增高，但信息获取的

频率远低于娱乐互动行为[33]，本文发现的互联网接

入水平与合供水平关系的不显著性再次印证了这一

观点。

二是监督考核未对公民数字化合供产生预期效

果。在部级层面，监督考核的负向作用明显；在省

级、市级、县级层面，监督考核对公民合供的影响

作用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其一，监管考核信息

与公民知晓信息间的不对称。对政府网站的监管考

核属于政府内部事务，监管考核事项包括抽查比

重、问责程度、考核比重、公民参与程度和培训强

度，其中公民参与程度体现为“我为政府网站找

错”留言办理情况，从政府监管角度将公民合供纳

入对政府网站的评价考核中。中国政府网、各省份

政府网每年度开专题，对政府网站年度工作报表和

监管报表进行公示公告，但是在全媒体时代，政务

新媒体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公民甚至并未感知

到政府网站年度监管工作。其二，监管考核压力传

导抑制基层政府的创新能力。监管考核是落实工作

部署的前提和基础，有利于政府网站规范性发展，

但是带有具体指标的监管考核，会约束基层政府部

门按照指标完成任务，基层政府往往作出比较紧张

的反应，将与公民互动视为“不得已的替代物”[36]，

抑制基层政府在内容建设和信息发布上的主动性和

创新性，进而消减对公民的吸引力。其三，政府网

站管理在各级政府工作中并非优先项。政府部门的

注意力分配受到内部与外部多重压力的影响，特别

是遇到营商环境、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等硬指标

时，政府网站工作的优先级相对较低[32]，甚或不足

以纳入主政者视野，尽管政府网站对于信息公开、

公民参与和政府透明度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际操

作中，它可能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三是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有利于推动公民合

供。地区文化与公民合供的正向影响关系显著。文

化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是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所信

奉和普遍倡导的信念，并通过形成行为规范来影响

社会成员的态度和行为。在我国集体主义价值观刻

进国人基因里，但由于不同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

历史传承、宗教信仰、地区方言和经济发展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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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很大差异，致使不同地区的文化价值观、风俗

习惯、行为方式存在差异[37]。有研究指出，中国人

的价值观具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统一

性，经济蓬勃发展的地区，其文化氛围也偏向开放

性和多样性[24]，在政治上主张公共价值、监督改

革，这不仅表现在对政府决策的关注和监督上，也

表现在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广阔空间和机会上。在

上海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中发现，上海居民更倾向

于利用各种政治参与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38]。相对

而言，在文化氛围相对保守的地区，由于社会观念

的约束、社会规范的局促，其对秩序、稳定和认知

闭合的需求更高，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更低[39]，在

公共事务领域中公民参与度较低，一定程度上阻碍

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有效沟通和合作。 

（二）对实践的启示

结合上述实证研究发现，未来政府可从三个方

面改善政府网站工作，进一步提升网站管理服务水

平，提升公民数字化合供的意愿与能力。

第一，率先推进政府网站规范化发展。政府网

站语言文字失范，可用性可靠性问题频出，弱化了

政府网站信息发布、互动交流、办事服务的功能，

影响了公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与好感度。政府网站

作为数字政府的重要组成，是公民在线接触和认知

政府的关键窗口，是政府与公民发生合供的治理界

面[40]，需要率先在规范性建设方面作出表率。针对

不同类型不同层级政府网站采取差异化的治理措

施，以信息驱动型为主的部门网站、低层级政府网

站，着重加强内容规范性建设，在现有的内容发布

流程基础上，强化落实岗位职责制度，配合相关的

错误追溯机制，辅助明确的奖惩激励措施，共同提

升内容规范性水平；以服务驱动型为主的门户网

站、高层级政府网站，着重加强功能规范性建设，

率先解决好技术制约性问题、提升服务包容性，实

现好功能的兼容性、性能的稳健性和用户习惯的被

尊重感[41]。通过可及的资源与成本投入，确保政府

网站信息、功能与服务规范化提供，更好激发公民

数字化合供的意愿，提升合供层级和效能，这也是

提高政府网站影响力与美誉度的重要手段。

第二，探索建立效能导向的公民合供模式。在

“我为政府网站找错”留言中，有留言与政府网站

本身的“错误”无关，是公民关于切身利益、群体

利益的表达，已然溢出了“找错”这一合供主题的

界限，给激发公民合供公共事务、社会治理提出了

重要命题。当公民信任政府且有表达渠道时，公民

是倾向于积极通过制度内渠道获取政治信息和进行

网络诉求，但是当制度内渠道不畅通或效度不高

时，公民往往转向媒介化手段支撑的非制度化参与

渠道，选择舆情、热搜等网络外压等非制度手段进

行政治参与[42]。从制度建设角度出发，领导信箱、

领导留言板甚至“找错”平台，通常被理解为激

发公民数字化合供的单纯的技术性手段或工具性机

制[43]，但从公民视角来看，这样的制度内渠道被视

为独立主体表达和公共精神塑造的重要机遇，意味

着倾向于普通民众的权力再分配。当前“我为政府

网站找错”发挥和利用公民的群体性力量，帮助发

现政府网站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修正问题，提升政府

网站的影响力，而公民在此过程中因为政府部门对

“找错”的采纳合意建立起成就感，在此基础上，

公共事务的合供治理还需进一步提高合供层级和效

能，健全制度性参与渠道和机制，充分地征集征求

群众意见建议，公开透明办理流程和采纳结果，增

强公民在公共事务中的话语权以及合供治理的获

得感。

第三，致力于营造宽松环境并引导公民合供。

以绩效考核为导向的政府网站监管方式，在纵向政

府网站建设的效率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越到基层

政府，单纯的政府网站监管考核难以进入领导者注

意力视野中，无益于网站发展和合供升级，探索将

政府网站发展纳入到打造营商环境、提供政务服务

等高阶事项中。一方面缓解压力型机制带来的紧张

氛围和“不得不”选择的困境，另一方面，动员更

广泛的力量参与到数字化合供探索中来，不啻为解

决当前政府网站发展问题的次优解。在中国语境

下，合供相比于政治参与或社会抗争对公民更具吸

引力，利用好文化价值观的积极优势，营造公民深

度参与的包容氛围，通过开放更多的制度化参与渠

道，建立激励机制，树立模范典型，发挥示范带动

作用，将公民主动合供内化为地区文化。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从公民合供外部环境

的角度有一些新发现新启示，但是政府回应也是影

响合供的重要因素，本文没有考虑政府回应要素，

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其一，本文“找错”平台数

据是已经办结类数据，本身就是政府回应之后的数

据，所以研究政府回应的影响意义不大。其二，公

民合供会影响政府回应，政府回应又会影响公民合

供，两者互为因果关系，需要在特定语境下考虑谁

是因、谁是果。除此之外，公民个体层面的因素也

希望通过后续研究进一步观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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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数据来源：2024年1月31日中国政府网显示的全国政

府网站运行总数，该数据动态更新。根据《第53次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3年12月，我国共有

政府网站13 92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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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Drive the Digital Co-produc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I Find Mistakes for Government Websites”

JI Cui-ping1,2   MA Liang3

(1.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2. Communist Party School of
Shandong Province　Jinan　250000　China; 3.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Digital  co-produc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utilize  digital  technology  to  promote  citizen  co-
production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China initiated the  platform “I
Find Mistakes in Government Websites”, which provides a window to observe citizen co-production in the digital
era.  Based  on  the  2023  netizen “mistakes-finding” data  released  by  the  platform  and  the  annual  data  on  the
supervision of government websites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bsite, the study explore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citizen co-production in the provision of servic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re is an imbalance in citizens’
participation  among  administrative  levels,  and  citizens  are  mo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mistakes-finding” on
high-level  government  websites  than  on  low-level  governments,  and  ministerial-level  websites  receive  a  higher
level  of  co-production.  Regulatory  and assessment  mechanisms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ministerial
websites, but not on provincial, municipal and county websites. The regional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variable, which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influences  co-production  at  the  provincial,  municipal  and  county  level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take the lead in promoting the standardization of government websites,
explo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erformance-oriented  model  of  citizen  co-production,  creating  a  relaxed
environment and guiding the public to actively collaborate.

Key  words   digital  co-production; “I  find  mistakes  for  government  websites”; co-production; citizen  co-
production; reg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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